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适应性治理研究

———基于 “技术—制度—价值”三维分析框架

胡登峰 　 吴 　 昊 　 王佳怡

　
摘　 要　 区别于单向度的技术工具论或制度变迁论，技术工具嵌入性、制度结构调适性与价值规范导向性的协
同演进是人工智能时代政府适应性治理的内在逻辑。在技术维度上，算法权力扩张与数据垄断重构治理权威，

引发 “技术利维坦”风险；制度维度需突破科层刚性，通过弹性立法与组织创新实现动态调适；价值维度强调

公平、透明与人本原则对工具理性的伦理驯化。研究表明，中国事实上形成了技术纳入社会化系统的的治理范

式，技术系统不再被视作外在于社会结构的独立变量，而是被有机整合进国家治理体系，成为推动社会形态演

进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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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从 ＡｌｐｈａＧｏ 的算法突破到

ＣｈａｔＧＰＴ的认知革命，技术迭代周期从 “十年一变革”加速为 “三年一颠覆”，人类社会迈入了 “技术奇点”

临近的 “深度智能化时代”。在此进程中，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算法权力崛起、数据垄断加剧、

伦理风险泛化等新型治理议题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传统科层制下 “命令—控制”型治理模式因制度刚性、

响应迟滞而难以适应技术革命的非线性冲击。如何破解 “技术狂飙”与 “制度滞胀”的结构性矛盾，构建具

有动态适应能力的治理体系，成为全球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命题。

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在中国语境中尤为凸显。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既受益

于技术赋能带来的治理效能提升，如 “城市大脑”对公共服务的精准化改造、“健康码”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快速响应①，亦面临技术异化引发的治理失序风险，如平台资本无序扩张导致的 “数据割据”、算法歧视

加剧的社会公平赤字、自动驾驶立法滞后引发的权责真空，这些无不暴露出传统治理范式与智能技术生态的

深层张力。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明确提出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重点领域、新

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其本质正是要求政府治理突破 “应激式修补”的路径依赖，转向更具前瞻性、包

容性与韧性的适应性治理模式。这一转型不仅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更承载着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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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欣欣、滕五晓：《敏捷治理：发展脉络及其在应急管理领域中的研究展望》，《城市问题》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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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治理贡献 “中国方案”的历史使命。

既有研究对人工智能与治理转型的互动关系展开了积极探索。西方学界基于 “技术治理” （Ｔｅｃｈｎｏ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理论，提出 “敏捷治理”① （Ａｇｉ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实验主义治理”②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等范式，强调通过弹性规则、迭代测试和多元协同应对技术不确定性。国内学者则从 “技术赋能”③ 视角剖

析数字政府建设路径，或聚焦算法行政、数据主权等具体议题来展开制度设计。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三重局

限：其一，理论视角呈现 “技术决定论”与 “制度决定论”的二元对立，忽视技术嵌入性与制度情境性的动

态耦合机制；其二，过去研究缺乏对中国 “政党—国家”体制下集中统一领导与适应性调适的独特优势理论

化阐释，简单移植西方治理概念导致 “水土不服”；其三，相关研究过度聚焦工具理性层面的效率提升，弱

化对价值理性层面公平、透明、人本等核心原则的哲学反思。这些理论盲点使得现有研究难以解释中国实践

中 “顶层设计牵引”与 “地方试点创新”并存的治理逻辑，更无法为破解 “发展与安全” “效率与公平”

“创新与秩序”的多重平衡难题提供系统性框架。

本文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理论突破：第一，构建 “技术—制度—价值”三维分析框架，揭示人工智

能时代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机理。该框架区别于单向度的技术工具论或制度变迁论，强调技术工具嵌

入性、制度结构调适性与价值规范导向性的协同演进，为理解治理系统与技术环境的复杂互动提供新的理论

透镜。第二，提炼中国适应性治理的实践逻辑与制度优势。通过解析 “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对技术风险的

全局管控能力、“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对多元主体协同的整合效能，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秩序”与 “创

新”的动态平衡何以可能。第三，探索本土化治理路径的创新空间。基于智慧城市、算法备案制等典型案例，

进一步阐述 “政党引领—技术赋能—社会协同”具有中国情景适应性治理理论，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兼

具理论普遍性与实践特殊性的知识增量。

二、现实挑战：ＡＩ技术与政府治理

（一）技术失控：算法权力的扩张与治理能力的弱化

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性、隐蔽性与不可逆性正在重构数字经济时代的权力格局，催生出新型 “技术利维

坦”④ （Ｔｅｃｈｎｏ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风险，这一现象在数据治理领域呈现三重悖论性困境。首先，数据垄断与隐私侵蚀
形成结构性矛盾。基于 “创造性破坏”理论，头部互联网平台通过用户画像、行为追踪等技术手段构建数据

壁垒，形成 “数据平台私有化”（Ｄａｔ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现象。这种由资本主导的数据积累模式不仅会导致
市场集中度提高，更引发 “数据割据”（Ｄａｔａ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治理危机。典型如某头部外卖平台利用骑手轨
迹数据优化配送算法，却援引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９条拒绝向交通管理部门开放事故高发路段数据，致使
公共安全治理陷入 “算法黑箱困境”———政府部门既无法获取关键数据实现精准治理，又难以突破法律模糊

地带强制监管。

其次，隐私保护面临技术解构与制度失效的双重挑战。虽然 《个人信息保护法》建立了知情同意、最

小必要等原则，但技术演进正在消解传统隐私保护范式的有效性。根据 “监视资本主义”⑤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理论，跨场景数据融合技术使匿名化措施形同虚设。例如企业通过监控用户在线行为 （如点击、

搜索、社交），提取未被用户主动提供的 “剩余数据”，经算法加工后预测并影响未来行为，最终通过定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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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起源于软件开发领域，例如在工业领域快速响应等。Ｎａｇｅｌ Ｒ Ｎ牞 Ｄｏｖｅ Ｒ牞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牶 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Ｌｅｄ
Ｖｉｅｗ牞 Ｄａｒｂｙ牶 Ｄｉａｎ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牞 １９９１
欧盟制定 《人工智能法》初衷就是认为不确定事物目前无法通过确定之法进行监管，转而采用实践先行，在多条可行的办法中选择

最优路径。

郁建兴、周幸钰：《超越技术赋能：数字化改革中治理模式重塑何以可能》，《学术月刊》２０２３年第 １０期。
“技术利维坦”（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这一概念借用了霍布斯经典政治哲学中 “利维坦”的隐喻，指代现代社会中由技术驱动的、

高度集权且难以制约的权力实体。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技术不仅成为治理工具，其自身也逐渐演化为一种具有自主性和支配性

的力量，重塑社会秩序与权力关系。

肖莎娜·祖博夫 （Ｓｈｏｓｈａｎａ Ｚｕｂｏｆｆ）在 《监视资本主义时代》（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２０１８）中系统提出。其核心逻辑在
于，通过大规模数据提取、行为预测与市场操控，将人类经验转化为可交易的商品，并以此重塑权力结构与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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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个性化服务或政治操控实现资本增值。更严峻的是，基于贝叶斯推断的再识别算法结合多个匿名数据集

可以推断出个体行为、社会属性等，使单个数据集匿名化处理失去意义，这直接挑战现有法律框架的技术

假设。

再次，公共数据市场化进程催生 “委托—代理”悖论。部分地方政府为提升政务效率，采用 ＰＰＰ 模式将
公共数据运营权委托科技企业，却在合约不完全性作用下引发数据主权异化。以部分政务云平台为例，运营

企业通过设置数据接口调用权限和分级收费机制，实质上将公共数据转化为排他性资产。这种 “公私混合治

理”（Ｈｙｂｒｉ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模式导致政府需支付额外成本获取本属公共领域的数据资源，形成 “逆向寻租”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现象———企业利用技术优势将公共数据私有化，再通过市场化机制向政府部门出售访
问权限。根据威廉姆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此类安排显著提高了政府治理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某地级市测算显

示其数字治理成本因此增加 ４２％ （２０２２年财政专项审计报告）。
上述三重困境本质上是 “技术权力”（ＴｅｃｈｎｏＰｏｗｅｒ）对传统治理权威的解构，其深层矛盾源于数字时代

“产权模糊性”（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与 “治理外部性”（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的叠加效应。破解
这一困局需要构建新型规制框架，并在数据确权、算法审计、公共利益保留等方面实现制度突破。正如公共

池塘资源理论所启示的，唯有通过 “适应性规则设计”（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ｍａｋｉｎｇ）平衡效率与公平，方能避免
人工智能时代陷入 “技术封建主义”① （Ｔｅｃｈｎｏ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的治理陷阱。

（二）算法偏见与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

首先，技术普惠性缺失与社会不平等加剧导致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作为 ＡＩ 时代社会治理的核心挑战之
一，反映了不同群体在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方面的显著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技术接入层面，更深刻地

影响了公共服务获取和社会参与的机会公平性。数字技术的普及必须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和能力，否则

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数字鸿沟的根源在于技术设计与应用中的 “一刀切”倾向，忽视了不同群体，特别是

数字技术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因此，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干预和技术适配，推动数字包容性发展。此外，数

字鸿沟的解决还需要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通过技术培训、社区支持等方式，提升弱势群体的数字素

养，确保技术红利惠及全社会。

其次，算法推荐与群体认知极化容易形成社会性风险。算法推荐系统的广泛应用虽然提升了信息分发的

效率，但也催生了 “信息茧房”效应，导致用户陷入个性化内容构建的信息孤岛。这种效应不仅限制了用户

的视野，还可能加剧社会认知的极化与分裂。以短视频平台为例，算法根据用户偏好定制内容，使青少年群

体更容易接触到极端或不良信息。算法推荐系统通过过滤和个性化内容，使用户缺乏多元观点的碰撞与交流，

从而强化了既有偏见。信息茧房效应的危害不仅限于个体认知的窄化，还可能引发社会共识的瓦解。

最后，造成技术依赖与主体性消解性危机。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治理领域的深度应用正在引发系统性治

理危机，这一危机在基层治理、行政决策与应急管理三个维度呈现典型症候。第一，“算法外包”现象暴露

了技术理性与治理复杂性之间的根本矛盾，反映了技术工具理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可能忽视公共价值正义，

导致科层制权责结构在应对技术治理复杂性时出现适应性困境。效率追求与价值正义之间的张力凸显，需在

技术应用中平衡工具理性与公共价值，确保治理既高效又公正。当治理过程被简化为数据输入输出时，必然

导致对特殊性的忽视。第二，城市规划中的 “数据迷信”折射出实证主义治理范式的认知局限。实证主义过

度依赖量化数据，认为数据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城市问题，却忽视了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和社会文化的多元

性。这种范式将城市简化为可测量的变量，导致规划决策可能脱离实际需求，忽视公众主动参与②和价值多样

性。数据驱动的治理模式虽提升了决策效率，但缺乏对隐性知识、历史脉络和社会关系的深入理解，容易陷入技

术决定论的误区。第三，在应急管理领域，ＡＩ模型的预测失灵事件凸显复杂系统治理的深层挑战。复杂系统具
有非线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ＡＩ模型依赖历史数据的训练难以完全捕捉突发事件的独特性和多变性。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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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曼纽尔·卡斯特 （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１９９６）在 《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提出 “网络社会”的权力重构逻辑，指出信息技术催生了新的

权力节点 （如跨国科技公司），其支配形式类似封建领主的 “领土化控制”。

李颖、李骄阳：《美国联邦政府内部部署人工智能的风险治理体系解析及其启示》，《现代情报》２０２５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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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偏差、模型简化及外部环境突变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预测失灵的风险。这表明，单纯依赖技术工具难以应对

复杂系统的治理需求，需结合人类经验、跨学科知识及动态调整机制，提升应急管理的韧性与适应性。

（三）制度滞后：科层制与治理的结构性矛盾

人工智能 （ＡＩ）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对传统的政府治理体系提
出了严峻挑战。政府治理体系在组织架构、法律规则与问责机制上的路径依赖，难以匹配 ＡＩ 技术的创新速
度，形成了三大制度瓶颈：立法滞后与监管真空、组织僵化与协同失效、问责机制与技术特性的错配。这些

制度瓶颈不仅限制了 ＡＩ技术的健康发展，也影响了政府治理的有效性。
首先，立法滞后与监管真空问题尤为突出。新兴领域法律缺位导致了许多法律纠纷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反映了法律体系在应对技术快速迭代和社会变革时的结构性困境。① 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往往超越了现有法律

框架的覆盖范围，导致法律缺位和监管空白，进而引发大量法律纠纷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这种现象不仅削

弱了法律的预见性和稳定性，也加剧了市场主体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从学理上看，这要求立法者提升对

技术发展趋势的敏感度，构建更具弹性和前瞻性的法律体系，同时加强跨部门协作和国际规则对接，以应对

新兴领域的复杂性和全球性挑战。② 跨境数据规制困境更是让企业陷入 “双重合规”困局。例如，跨境电商

ＡＩ客服收集欧盟用户数据，面临欧洲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处罚与中国 《数据安全法》合规冲突。这些问题

的根源在于法律体系的更新速度远远落后于 ＡＩ技术的发展速度。
其次，组织僵化与协同失效问题严重制约了政府治理的效率。属地化管理与技术跨域性的冲突导致了

“数据孤岛”现象。组织僵化与协同失效问题严重制约了政府治理的效率，其根源在于科层制结构与技术跨

域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属地化管理模式强调层级分明、权责清晰，但在面对跨区域、跨部门的技术治理问题

时，这种结构往往导致信息割裂与资源分散，形成 “数据孤岛”。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数据的整合与共享能

力，也阻碍了整体治理效能的提升。这些问题反映了政府组织架构的僵化和协同机制的缺失。从理论上看，

这反映了传统官僚制在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时的适应性困境。要破解这一难题，需推动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与网

络化，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同时借助数字技术打破行政边界，实现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与高效利用。

最后，问责机制与技术特性的错配问题使得政府治理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受到质疑。算法决策的不可追溯

性导致了许多法律纠纷。技术特性与问责机制的结构性冲突根植于算法决策的非透明性与治理体系对因果可

溯性的依赖。传统问责逻辑预设权责对应与过程可见，而 “算法黑箱”（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遮蔽决策路径，导致权
责主体模糊化，形成 “责任蒸发”效应。技术理性追求效率优先，与公共治理的公正价值产生张力，进一步

瓦解程序正义基础。理论矛盾凸显为技术赋能的治理现代化反而解构了现代性核心———透明化与可解释性，

引发合法性危机。这些问题反映了问责机制与技术特性之间的严重错配。

制度滞后的本质矛盾在于科层制追求稳定可控，而 ＡＩ 技术生态具有去中心化、快速迭代与不可预测特
征。当技术变革周期 （３—５年）短于制度调整周期 （通常 １０ 年以上）时，治理体系必然陷入系统性失灵。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建立适应 ＡＩ时代的治理体系。政府需要加快法律体系
的更新，增强组织协同能力，完善问责机制；企业需要加强技术伦理和社会责任，确保 ＡＩ技术的健康发展；
社会各界需要积极参与和监督，推动 ＡＩ技术的普惠性和包容性。只有通过多方协作，才能构建一个公平、正
义、包容的 ＡＩ社会。

三、理论构建：ＡＩ时代政府适应性治理的内涵与维度

（一）核心概念界定：适应性治理的范式革新

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已从传统的 “稳态管控”转向 “动态适应”的新范式。 “适应性治理”③

６８

①

②

③

陈吉栋：《以风险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治理》，《法治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５期。
李洋：《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逻辑张力与调适》，《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５年第 ２期。
《政府信息季刊》在 ２０１８年出版了特刊 《敏捷政府和适应性治理》，探讨敏捷的方法和适应性治理，其中主要观点认为适应性治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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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在此语境下被定义为：政府通过技术嵌入、制度调适与价值整合的动态协同机制，实
现对技术风险的前瞻预判、复杂问题的快速响应以及多元利益的持续平衡。其本质是对 “技术革命—社会变

迁—治理重构”非线性关系的系统性回应，包含三个核心特征。

首先是治理范式转型。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正经历从 “稳态管控”向 “动态适应”的范式转型，这

一转型通过三大核心机制构建起适应性治理的基础架构。首先，动态响应性突破了传统科层制 “命令—控

制”结构的制度刚性，通过数据流、算法迭代与政策实验的闭环系统实现治理敏捷化。例如深圳自动驾驶

“立法沙盒”的实践印证了这一机制的有效性，在限定区域内允许企业进行 Ｌ４级道路测试，同步建立事故数
据驱动的责任规则动态调整机制 （每季度更新责任划分标准 ３—５项），使得法律滞后周期从常规的 ５—８年压
缩至 １１个月 （深圳市人大，２０２３）。这种 “监管即服务”（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模式，实质 “实验主义治

理”理论在实践方面应用，即通过持续反馈循环将政策制定转化为学习过程，从而破解技术变革与制度刚性

的结构性矛盾。

其次，学习迭代性重塑了治理主体的认知进化路径，推动 “治理—技术”协同演进。学习迭代性构建了

治理与技术协同进化的认知回路，其本质是治理主体通过技术实践持续更新认知图式的社会学习过程。① 在技

术嵌入治理的过程中，主体不再单向适配技术工具，而是通过算法模拟、数据验证等技术性试错，持续解构

既有的治理知识体系，并重构动态认知框架 （如风险识别模型）。更深层的认知跃迁体现在知识迁移能力，

Ａｒｔｈｕｒ在技术进化理论中提出 “组合创新”机制，认为治理知识以持续性学习形式沉淀，并通过重组实现跨

场景增殖。这种认知进化呈现涌现性特征②———局部经验经算法抽象升华为全局规则，而技术系统亦在治理

需求倒逼下优化迭代 （如区块链提升政务透明度），最终形成 “治理知识再生产”与 “技术理性再驯化”的

双向建构，这种认知与学习螺旋式进化路径解构了传统 “治理者—技术工具”的主客体对立，催生出 “治理

即技术迭代，技术即治理实践”的共生关系，同时这种持续学习机制实现了 Ｎｏｒｔｈ 在制度变迁理论中提出的
“适应性效率”，使治理体系能够从技术应用后果中汲取经验。

再次，多元协同性重构了治理权力结构，形成 “政企社研”多中心共治网络。多元协同性驱动的治理结

构转型，本质是通过制度性赋权重构技术时代的权力制衡体系。基于协商民主理论，多中心网络的建构要求

建立制度化的对话空间，使技术理性的工具化倾向与公共价值的规范性诉求得以理性交锋，从而将 “强权逻

辑”转化为 “共识生产”的民主过程。这种转型突破福柯揭示的 “知识—权力”垄断结构，即通过信息公开

机制打破技术黑箱，将算法参数、数据流向等关键治理要素纳入公共审议范畴，实现权力运行的可视化监督。

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此基础上获得新发展———当政府、市场、社会形成动态制衡关系时，技术官

僚的专业霸权与资本集团的逐利冲动被双重约束，而公民通过平等参与获得实质性决策能力。③ 这种权力重构

最终指向治理合法性的再生产，在效率维度保持技术赋能优势的同时，通过民主协商、透明运作与权力共享，

使技术治理获得价值正当性根基，从而破解韦伯式理性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的现代性困境。这种

治理结构创新也呼应了 Ｒｈｏｄｅｓ的 “治理网络”理论，即通过构建 “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制衡机制，

既防范技术权力的私人垄断 （如叫停某企业利用情感计算技术进行消费诱导），又避免公共决策的算法黑箱

化 （强制公开教育资源配置算法的核心参数）。

（二）适应性治理的三重超越：目标、权力与方法论的革新

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适应性治理的革新性体现在目标、权力和方法论三个维度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

不仅是治理理念的更新，更是对 ＡＩ技术快速发展所引发的新型社会风险的积极回应。
首先是目标维度，从 “维持既定秩序”转向 “驾驭不确定性”。传统治理模式的核心目标是维持既定秩

序，强调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然而，ＡＩ 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 “未知的未知”（Ｕｎｋｎｏｗ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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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显荣、郭霞：《社会学习隐喻的系统性与城市的系统适应性治理》，《系统科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 ５期。
乌杰：《关于自组 （织）涌现哲学》，《系统科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 ３期。
奥斯特罗姆的 “多中心治理理论”（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植根于其对 “公共资源治理”（ＣｏｍｍｏｎＰｏｏ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ＰＲＳ）的长期
研究，２００９年因其 “对经济治理尤其是公共资源治理的开创性分析”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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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即那些无法通过现有知识和经验预见的黑天鹅事件。例如，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可能引发全新的交通

事故类型，而传统的交通法规和治理机制难以有效应对这些新型风险。适应性治理的目标因此从 “维持既定

秩序”转向 “驾驭不确定性”，强调治理体系必须具备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韧性。这种韧性不仅体现在

制度设计的灵活性上，更体现在治理主体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和动态调整能力上。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

各国政府通过实时数据监测和动态调整防控策略，展现了适应性治理在应对不确定性方面的优势。

其次是权力维度，从 “科层权威主导”转向 “算法—行政权力共治”。传统治理模式依赖科层权威的主

导，政府通过层级化的行政体系实施治理。然而，Ａ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算法系统成为新的权力主体，平台
企业通过算法决策深刻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例如，社交媒体平台的推荐算法不仅决定

了用户获取信息的范围，还可能影响公众舆论的形成和政治决策的走向。适应性治理要求政府重新定位与平

台企业、算法系统的权责边界，构建 “算法—行政权力共治”的新型治理格局。欧盟 《数字服务法》要求平

台公开推荐算法逻辑，正是这一治理理念的体现。通过公开算法逻辑，政府和社会可以更好地监督算法决策

的公平性和透明度，防止算法权力的滥用，重构数字时代的权力制衡格局。

再次是方法论维度，从 “经验驱动决策”转向 “数据—价值双轮驱动”。传统治理模式主要依赖经验驱

动决策，即基于历史数据和既有经验制定政策和规则。然而，ＡＩ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数据驱动的决策成为可
能，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伦理和价值挑战。例如，健康码在疫情防控中的应用既依赖大规模流调数据，也需嵌

入 “生命权优先于隐私权”的价值排序，体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适应性治理强调 “数据—价

值双轮驱动”，即在利用大数据和 ＡＩ技术提升决策科学性的同时，确保决策过程符合社会的伦理和价值规范。
这种双轮驱动的方法论不仅提升了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也增强了治理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三）分析框架：“技术—制度—价值”三维互动关系

为揭示适应性治理的内在机理，本文构建 “技术 （Ｔ）嵌入性—制度 （Ｉ）调适性—价值 （Ｖ）导向性”
三维互动关系 （见表 １）。

表 １　 技术—制度—价值分析框架

维度 作用逻辑 理论映射 对照案例

技术嵌入 （Ｔ→Ｉ） 倒逼制度弹性化 技术自主性诱发制度结构 “适应性断裂” 数据驱动决策颠覆科层制权威

制度调适 （Ｉ→Ｔ） 规则规训技术应用边界 制度通过 “结构二重性”重塑技术发展轨迹 生成式 ＡＩ分级管控

价值导向 （ＶＴ ／ Ｉ）
价值嵌入技术 （Ｖ→Ｔ）
价值重构制度 （Ｖ→Ｉ）

社会理性注入治理系统
公平性约束算法设计

责任伦理转化为制度性调整

螺旋演进 （ＴＩＶ协同） 正反馈循环：技术冲击→制度调适→价值锚定→技术再驯化→制度再创新……

该关系分析框架突破传统公共管理的单一制度分析范式，将技术的社会建构性与制度的路径依赖性纳入

统一分析视野，其理论逻辑体现为技术革命通过重构资源分配方式 （技术维度）冲击既有制度结构 （制度维

度），进而引发价值共识危机 （价值维度）；而制度调适与价值重塑又反向规训技术发展方向，形成螺旋上升

的治理能力演进路径。技术决定论者强调技术自主性对社会结构的单向塑造①，而社会建构论者主张技术形态

由社会力量形塑②，这两种路径均陷入线性因果的简化论窠臼。螺旋模型则融合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拉图尔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技术视为兼具能动性与结构性的 “准行动者”。人工智能通过数据采集、算法决策等

技术实践重构资源分配方式，这种 “技术赋能”冲击科层制的制度稳态，迫使治理体系启动适应性调适；而

制度通过弹性规则设计 （如动态立法机制）与组织结构创新 （如数字治理专班），反过来规训技术发展方向，

形成双向建构关系。价值维度则构成调节枢纽———当算法歧视引发公平性质疑时，价值理性通过伦理准则嵌

入 （如公平性损失函数）重塑技术应用边界，完成 “技术社会化”的价值驯化过程。

首先是技术维度———治理工具理性范式重构。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嵌入本质上是工具理性对传统治理结

８８

①

②

Ｅｌｌｕｌ牞 Ｊ牞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Ａｌｆｒｅｄ Ａ Ｋｎｏｐｆ牞 １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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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系统性改造。数据驱动决策通过数据中台的构建，将治理活动转化为可计算、可预测、可干预的技术过

程，推动决策从西蒙的 “有限理性”向 “全景理性”（Ｐａｎｏｐｔｉｃ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跃迁。从技术嵌入性到 “技术具

身性”①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重构了权力运行机制，算法通过信用评分、内容审核等 “准立法权”与 “准

司法权”实践，形成 “私权力—公权力”的复合治理结构。更深层的变革在于人机协同边界的消解———当 ＡＩ
替代 ５０％以上基层行政事务时，公务员角色被迫从 “事务执行者”转向 “价值仲裁者”，这种转变实质是韦

伯官僚制 “去人性化”特质的反向运动。由此显现出技术治理的悖论，即工具理性提升决策效率的同时，也

通过数据垄断与算法黑箱催生 “技术利维坦”风险，其权力反噬效应 （如地图 Ａｐｐ倒逼政府规划调整）暴露
“技术自主性”（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对传统治理权威的解构。这种结构性张力推动治理体系从 “技术应

用”转向 “技术驯化”，驱动了制度调适。

其次是制度维度———规则弹性的适应性调适。技术革命引发的治理危机倒逼制度体系突破路径依赖，转

向弹性化、学习型的适应性治理范式。诺斯的 “适应性效率”理论在此获得新诠释，通过 “伞形立法＋动态
标准”构建制度缓冲区，例如对生成式 ＡＩ 实施分类分级监管，既避免传统 “命令—控制”模式的僵化性，

又防范自律监管的失序风险。组织层面，数字治理专班的设立重构了科层制下的行政协作逻辑，其本质是罗

兹 “网络化治理”的中国实践———通过跨部门数据中台与任务清单机制，将 “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优势转

化为技术治理能力。更具突破性的是责任认定机制创新，例如自动驾驶事故的 “技术缺陷—人为干预”双轨

归责，实质是贝克 “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的具象化，通过构建动态责任分配，平衡了技术创新激励与

公共风险防控。这种制度调适形成 “试验—学习—迭代”的正向循环，其理论价值在于证明了面对技术颠覆

性冲击，制度体系可通过弹性规则设计、组织结构创新与问责机制重构，实现从 “结构刚性”到 “动态适

应”的范式转换。

最后是价值维度———工具理性的伦理驯化。人工智能治理的终极命题在于破解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的

现代性困境。通过罗尔斯 “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的算法编码，治理体系将差异原则转化为技术审计标准，

例如在算法模型中嵌入公平性损失函数，实现分配正义的技术化实践。透明度建构则是建立在弗洛里迪的信

息伦理框架基础之上，通过 “可解释 ＡＩ”强制披露制度，将哈贝马斯的 “交往理性”注入技术黑箱，降低认

知的不对称性。更深层的价值锚定在于责任伦理学的制度转化———通过 “人类否决权”等红线设置，在医疗

诊断等关键领域保留人类主体性，防范技术理性的价值僭越。这种伦理驯化过程实质是治理哲学从福柯 “权

力技术”向 “技术权力”的范式跃迁。当公平、透明、人本等价值通过制度设计嵌入技术应用全流程时，工

具理性被重新纳入价值理性的规训框架，最终实现 “技术向善”（ＡＩ ｆｏｒ Ｇｏｏｄ）的治理合法性重建。
（四）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博弈：技术—制度—价值螺旋张力

其一，效率优先与公平正义的制度性张力。人工智能技术的效率至上主义与人类社会的公平诉求之间存

在根本性冲突，这一矛盾在资源配置领域尤为显著。Ａｃｅｍｏｇｌｕ提出的 “技术—权力”框架指出，算法在提升

经济效率的同时，往往通过隐蔽的 “数据殖民”加剧社会不平等。效率与公平的冲突本质上是工具理性与价

值理性的哲学对抗。根据 Ｓｅｎ的能力平等理论，当算法将人类简化为数据点时，“可量化的效率”必然挤压
“不可测量的尊严”。当机器学习模型基于历史数据优化资源分配时 （如信贷审批、公共服务优先级），其帕

累托效率改进往往以系统性排斥弱势群体为代价，这些都揭示出效率导向的技术治理可能产生 “分配性伤

害”（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ｒｍ），破解这一张力需要构建 “公平敏感型 ＡＩ”（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ｗａｒｅ ＡＩ）。欧盟 《人工智能法

案》引入的 “影响评估制度”要求高风险系统必须通过 ９７项公平性测试 （ＥＣ，２０２３），而中国 《数据安全

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对数据治理的透明度和问题披露提出明确规范。这些制度创新试图

在技术理性框架内植入人文关怀，但其有效性仍受制于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困境”② ———当公平标准本身存

在多元争议时，如何建立跨文化、跨阶层的价值共识成为关键挑战。

９８

①

②

即将技术嵌入到社会文化网络中，并最终形成人与环境互动包括最后成为其中一部分。

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主张 “假设无关紧要，预测才重要”，但过度简化导致模型沦为 “数学寓言”，这也是实证经济学如何解决模型

预测与现实脱节困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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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安全控制与创新自由的动态平衡。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收益比在安全与创新维度呈现显著波动，

形成 “科林格里奇困境”（Ｃｏｌｌｉｎｇｒｉｄｇ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这一困境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呈现阶段性特征：技术预研期
过度控制可能扼杀创新潜力 （如强化学习算法的伦理审查阻碍医疗 ＡＩ突破），而扩散期后置监管则面临风险
不可逆性 （如深度伪造技术已渗透舆论场）。这个困境的破解路径则是强化适应性治理中预判和平衡能力，

构建 “控制梯度”———通过监管沙盒 （如欧盟 ＡＩ法案的 “高风险清单”制度）允许可控试错，同时建立算

法影响评估动态调整安全阈值。理论创新在于将技术生命周期与治理工具匹配，实现贝克的 “制度化反身

性”，即通过风险认知重构治理逻辑。这种治理思路在欧洲主要是采用 “预防性原则”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强调风险规避，而中国的 “发展型治理”更注重动态平衡。

其三，透明诉求与权力重构的认知革命。人工智能引发的 “黑箱社会”正在重塑透明性概念的内涵与外

延。透明性内涵正从制度性公开转向技术可解释性，而权力结构由科层垄断转向算法化渗透，倒逼公众通过

“逆向工程”① 解码权力图谱，重塑民主参与的认知基础。透明性与控制权的冲突触及技术治理的合法性根

基。突破透明性困境需要制度创新与技术革命的协同，例如欧盟正在推进的 “算法审计师”认证制度，要求

第三方机构每季度评估高风险系统的透明度指数。这些探索虽未完全解决 “技术民主化”难题，但为重建

“数字公共领域”（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奠定基础。

表 ２　 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诉求理论及其调适路径

冲突维度 技术理性导向 人文精神诉求 典型案例 理论矛盾 调适路径

效率 ｖｓ公平 算法优化资源配置

效率
保障弱势群体权益

信贷系统拒绝部分

用户

帕累托最优与社会正

义的张力
引入公平性约束算法

透明 ｖｓ保密 保护算法知识产权 保障公众知情权
企业拒绝公开舆情

监测算法逻辑

商业秘密与公共问责

的冲突

建立算法影响评估

制度

自主 ｖｓ控制 追求技术自主迭代

能力
维持人类主体性地位

ＡＩ系统擅自更改生
产流程引发事故

技术自主性与人类掌

控权的悖论

设定 “人类否决权”

技术红线

创新 ｖｓ安全 鼓励技术快速迭代 防范系统性风险
生成式 ＡＩ 生成虚假
信息扰乱市场

熊彼特创新理论对风

险社会理论的对抗

实施 “监管沙盒”试

点机制

（五）中国国家体制引领下的适应性治理创新

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适应性治理，既是技术倒逼的制度变革，更是人类主导文明进程的自觉选择。西方

治理理论框架难以完全解释中国在 ＡＩ治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中国的适应性治理路径具有鲜明的制度特色和
实践智慧，中国通过 “技术—制度—价值”与 “国家体制及先进政党引领”路径，正开创技术治理的新文明

形态。这种探索不仅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更将在人机共生的未来图景中，为全球提供如何让技术服

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使人臣服于技术的东方智慧。中国与西方治理的根本差异在于政党—国家体制的顶

层设计优势、“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实践转化以及发展型国家的集体智慧。这种 “国家体制—技术赋能—

社会协同”的治理模式，不仅打破了 “技术决定论”与 “制度决定论”的二元对立，也为后发国家应对技术

革命提供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范式。

首先是政党—国家体制的顶层设计优势。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核心优势在于政党—国家体制的顶层设计能

力。党中央通过 “顶层规划—地方试点—全国推广”的模式，实现了治理创新的可控性扩散。例如，在 《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 “三步走”战略指导下，北京、上海等 ８个城市开展了差异化的试点探索，形成
了 “全国一盘棋”下的多元探索格局。这种模式既保证了治理创新的统一性和方向性，又为地方实践提供了

灵活性和创新空间。此外，中国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应对重大技术风险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例

如，面对 ＣｈａｔＧＰＴ引发的数据安全挑战，中央网信办在 ３个月内出台生成式 ＡＩ监管办法，并协调 ２０个部门
建立联合审查机制，其决策效率远超欧盟耗时 ３年的 《人工智能法案》立法进程。这种高效的决策和执行能

力，体现了中国政党—国家体制在治理现代化中的独特优势。

其次是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实践转化。中国适应性治理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的实践转化。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企业从传统的 “被监管者”转变为 “治理合伙人”。例如，在广东省 “数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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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政府”建设中，腾讯、华为等企业深度参与政务云平台架构设计，其技术方案贡献率超过 ６０％。这种合作
模式不仅提升了治理的技术水平，也通过 “负面清单”等机制防止企业绑架公共利益。与此同时，公众参与

在技术治理中实现了 “技术民主化”。例如，四川省成都市 “天府市民云”Ａｐｐ 引入 “算法共治”模块，市

民可对社区服务推荐算法投票调整参数权重，使养老服务推送精准度提高 ３５％。这种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
不仅增强了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也体现了技术治理的社会价值导向。

最后是发展型国家的集体智慧。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成功还得益于发展型国家的价值排序智慧。在 “创新

激励”与 “风险防控”之间，中国采取了动态平衡的策略。例如，上海自贸区对医疗 ＡＩ 实施 “宽进严管”

政策：产品上市审批时限压缩至 ３０天，但上市后需每季度提交临床有效性报告。这种 “放活”与 “管好”

的统一，既激发了技术创新活力，又有效防控了技术风险。此外，中国将技术治理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

体框架，实现了技术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例如，浙江 “全域数字化改革”将 ＡＩ 治理与经济转
型、共同富裕、生态文明等战略紧密结合，证明了适应性治理可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 “数字孪生”。这种

整体性、系统性的治理思维，实现了技术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体现了中国在发展型国家框架下

的集体智慧。

四、技术—制度—价值的螺旋演进与适应性治理案例阐释

（一）技术驱动的治理革命：数据赋能与风险重构

技术驱动治理革命正推动治理体系智能化转型，亟需构建技术伦理与制度韧性协同机制去促进数据要素

赋能精准决策与效率跃升，并保证防范隐私泄露、算法偏见等风险。通过分析浙江省杭州市城市大脑的技术

嵌入过程，发现其本质是一场治理工具理性化的范式革命。浙江省杭州市城市大脑通过构建 “全域感知—智

能计算—精准干预”的技术闭环，系统日均处理 ８００亿条数据，实现了治理资源配置的颠覆性优化。在交通
治理领域，４５００个视频与 ２０００个地磁传感器实时捕捉 ９５％道路流量，基于强化学习算法动态调整 １３００个信
号灯配时，使高峰拥堵指数下降 １５％。① 这种技术赋能不仅提升效率，更重构权力运行逻辑，印证了 Ｚｕｂｏｆｆ所
述 “监视资本主义”向 “治理资本主义”的转型。但技术异化风险随之显现，交通部门因数据垄断在市级项

目审批中话语权有了大步提升，但是也因为部门对数据占有和垄断导致跨部门数据共享受阻，暴露出技术权

力对行政结构的解构效应。更深层的悖论在于，一旦数据中心故障引发交通瘫痪，将会导致整个城市很难在

较短时间恢复正常，这无形中暴露了技术依赖导致的系统脆弱性，也揭示工具理性扩张必然伴随不可控的

“副作用”。

（二）制度调适的弹性创新：规则重塑与组织进化

制度调适的弹性创新聚焦于动态规则体系与组织形态的协同进化，通过构建容错试错、快速迭代的治理

框架，重塑权责边界与流程范式，推动科层组织向网络化、自适应型结构转型，同时借助数字化工具强化规

则柔性适配能力，实现治理稳定性与创新张力的动态平衡。面对技术冲击，浙江省杭州市通过三重制度创新

构建适应性治理框架。在立法层面，《数据开放管理办法》突破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保守框架，以 “共

享为原则”推动数据集从 ２１４个激增至 ５２００个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吸引企业开发应用超 ４００个，实践了 “实

验主义治理”理论。在西湖区自动驾驶测试中，运用监管沙盒机制创造性地将责任划分为 “技术缺陷—人工

接管”双轨认定制度，也为全国立法积累 ２３项关键参数。② 浙江省杭州市围绕城市大脑加强了组织结构调整，
数字治理专班整合 ３８个部门，通过 “数据中台＋任务清单”机制，使项目审批周期从 １７８天压缩至 ４５天，行
政效能提升 ７４％。③ 这种网络化治理打破了韦伯式官僚制的僵化性，其创新价值在于将 “集中力量办大事”

体制优势转化为数字时代的响应能力。问责机制创新则体现制度弹性，包括在算法披露制度基础上加强外部

环境预判性更正管理要求，例如根据数据偏差纠正交通执法等等，并通过容错免责清单免除非主观技术失误

１９

①

②

③

数据源于 《浙江省杭州市交通局年度报告》（２０２３）。
数据源于浙江省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文件披露 （２０２３）。
数据源于 《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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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责，构建起 “试错—迭代—兜底”的制度闭环。

（三）价值重构的伦理转向：公平锚定与人文回归

以人文精神重塑治理伦理坐标，通过制度设计促进包容性，一定程度上平衡效率与公平张力。技术治理

的价值重塑，标志着在实践方面从效率优先向人本主义的范式跃迁。在公平性维度上，浙江省杭州市在交通

系统引入 “交通公平指数”修正算法偏差，有效缩短郊区居民通勤时间。针对数字鸿沟，为了照顾部分老弱

群体，保留部分线下窗口满足特定群体咨询及办理业务，特别是浙江省杭州市推出 “长者模式”Ａｐｐ 提升了
老年群体满意度。透明度建设更具制度创新，为了信息正义保证公民价值需求，市民通过 “城市大脑我来

改”平台提出 １２７３条算法优化建议，使投诉率有了大幅下降。另外当 “入学预警”算法参数在 “浙里办”

Ａｐｐ公开，家长可模拟计算入学概率，实质是将社群交往理性注入技术治理。
相较于其他城市的智慧治理实践，例如深圳市场主导型单项赋能，杭州范式的理论价值在于通过 “技术

赋能—制度松绑—价值引领”的持续互动，证明适应性治理可以实现治理效能提升与社会价值守护的兼容，

其经验对中等规模城市具有更强借鉴意义 （见表 ３）。

表 ３　 技术—制度—价值螺旋演进与适应治理启示

维度 杭州模式 常见模式 （如深圳） 理论启示

技术路径
问题导向的渐进式创新 （从交通

治堵切入）

顶层设计的全域数字化 （如深圳 “数

字政府”）

适应性治理需要 “小步快跑”而非

“大跃进”

制度创新 地方立法先行 （如数据开放办法） 依赖上级授权 （如深圳市立法权） 治理弹性需要基层制度创新能力

价值排序
效率与公平动态平衡 （如算法公

平指数）
效率优先 （如深圳 “秒批”政务服务） 技术治理需建立价值冲突的调停机制

主体关系
政府主导下的政企社协同 （伦理

委员会）
强政府—弱社会 （企业主导技术供给） 适应性治理依赖多元共治生态

风险管控 容错免责机制激励创新 合规导向的底线控制 制度弹性是技术试错的必要保障

浙江省杭州市城市大脑的实践，为理解技术时代的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其核心在于适

应性治理的动态演进机制。适应性治理的基本内涵体现在技术、制度和价值三个层面的协同演进，形成了一

种螺旋上升的能力发展路径。首先，在技术层面，数据算力的提升为治理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杭州市通过

城市大脑的建设，实现了对城市运行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分析，显著提升了治理的精准性和效率。然而，技术

的嵌入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引发了制度的调适。例如，专班机制的引入为技术应用提供了组织保障，体现了

制度能力在治理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其次，在制度层面，规则弹性成为适应性治理的重要特征。杭州市通

过赋予区县 ２０％的自主试验权，既保证了集中统一的规划方向，又为地方创新提供了空间。这种 “把方向—

给空间—控风险”的治理逻辑，展现了新型国家体制引领下的有序创新模式。最后，在价值层面，共识凝聚

是适应性治理的终极目标。杭州通过算法透明化等措施，重塑了公众对技术治理的信任，推动了价值能力的

升华。这种技术赋能、制度重构与价值升华的螺旋演进，构成了适应性治理的 “铁三角”，超越了西方 “政

府—市场”二元对立治理范式。杭州经验表明，技术治理的中国范式通过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

会”的协同优势，不仅实现了经济价值的创造，还通过伦理委员会等机制防止了资本无序扩张，彰显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五、中国情境下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话语体系建构

（一）技术革命与治理变迁：人工智能发展的内在要求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是工具性存在，更是重构国家治理生态的变革性力量。其技术特性对治理体系提出双

重内在要求。其一，技术维度上，算法决策的即时性、数据流动的跨界性与算力资源的垄断性，倒逼政府从

“经验治理”转向 “数据治理”。以健康码系统为例，其日均处理 １０亿级数据调用需求，迫使政府部门打破
“条块分割”的传统架构，建立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数据协同机制。但技术迭代的 “摩尔定律”速度

（１８个月性能翻倍）与制度变迁的 “渐进主义”节奏 （政策周期通常 ３—５年）形成结构性张力，要求治理
体系具备 “预见性适应”能力。其二，伦理维度上，ＡＩ 引发的价值冲突具有全球普遍性，但中国方案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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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国家卫健委 《人工智能医疗应用伦理指南》规定 “ＡＩ诊断必须保留医
生终审权”，科技部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明确 “禁止利用 ＡＩ实施社会歧视”，本质上是通过制度设
计将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嵌入技术应用。这种 “伦理先行”路径与西方 “技术优先、伦理追认”模

式形成鲜明对比，彰显了中国制度优势。

更深层的治理哲学在于，中国将 ＡＩ治理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框架，强调 “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

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与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其本质是通过

技术革命与治理革命的 “双轮驱动”，实现生产力跃升与生产关系调适的协同演进。这种治理逻辑超越了西

方 “技术中立论”与 “技术决定论”的二元对立，开创了技术社会化的第三条道路。正如上文所说，这种治

理逻辑的深层机理在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治理传统的创造性结合。中国 ＡＩ治理体系构建于 “技术—

社会”辩证法的哲学基础之上，既突破了西方 “技术中立论”将技术视为价值真空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又

克服了 “技术决定论”将社会关系简单归结为技术附庸的线性思维。通过重构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网络，中国

形成了技术纳入社会化系统的治理范式，即技术系统不再被视作外在于社会结构的独立变量，而是被有机整

合进国家治理体系，成为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内生动力。同时，这种治理哲学的实践路径体现为三重辩证统

一：在价值维度上，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将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伦理嵌入技术系统的

算法架构；在制度维度上，构建 “举国体制＋市场机制”的双螺旋结构，包括在国家体制上通过国家战略引
导与市场资源配置的协同共振，形成技术创新的生态化发展格局；在治理维度上，建立 “前瞻性立法＋适应
性监管”的动态调适机制，如深圳市率先开展的人工智能立法试点，既保持制度弹性又守住伦理底线。浙江

省 “城市大脑”“产业大脑”的实践案例表明，当 ＡＩ治理深度嵌入城市治理以及 “链长制”为中心产业治理

体系时，不仅能提升供应链效率，更能通过数据要素的优化配置重塑生产关系。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中国 ＡＩ治理实践实质上是生产力革命与治理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在数字时代的具
象化。当技术革命进入 “奇点”时刻，传统治理体系面临 “制度滞后”导致危机时，中国通过主动推进治理

体系的跃迁，实现了技术社会化的范式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体现为治理工具的技术升级，更在于开创了新型

文明形态———在数字生产力爆炸性增长的同时，通过中国制度优势保持技术社会化进程的均衡性与可控性，

为人类应对技术革命的社会冲击提供了中国实践方案。

（二）本土化实践驱动：政府治理的路径突破与制度创新

中国政府的适应性治理实践，本质是在 “制度惯性”与 “变革需求”间寻找动态平衡的创造性转化过

程。其创新动力源于三重本土化特质：其一，政党—国家体制的引领效能。党的领导为治理转型提供 “稳定

锚点”与 “方向舵”。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统筹制定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确立 “三步走”

战略目标；地方通过 “揭榜挂帅”机制开展差异化试点 （如上海聚焦智慧政务、深圳探索立法创新），形成

“顶层设计统合—地方试验创新—经验全国推广”的治理闭环。其二，发展型政府的弹性调适能力。中国政

府创造性运用 “渐进式改革”方法论，在风险可控领域实施制度突破。杭州城市大脑建设采取 “问题导向、

场景驱动”策略。初期聚焦交通治堵获取民众支持，中期拓展至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巩固合法性，后期通过

《杭州市数据开放促进条例》实现制度成果固化。这种 “技术赋能—绩效合法化—制度确认”的演进路径，

既规避激进改革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又确保治理转型的可持续性。其三，新型举国体制的协同创新优势。中

国通过在 “技术—制度—价值”理论框架下，继续按照 “政府—市场—社会”的三位一体协同机制，破解在

关键领域技术创新突破阻碍及困境。以芯片产业发展为例，国家通过国家创新体系，整合高校、央企与民企

资源构建 “创新联合体”，既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又通过 “揭榜制”“赛马制”激活市场竞争效

能。这种制度设计暗合马克思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发挥好国家体制整体优势，通过举国

体制突破 “资本逻辑主导”的创新瓶颈时，技术革命便从资本增值工具上升为社会进步杠杆。通过 “政府—

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破解技术治理的 “阿罗不可能定理”。在自动驾驶领域，工信部牵头组建 “智

能网联汽车推进组”，整合高校 （清华自动驾驶算法）、企业 （百度 Ａｐｏｌｌｏ平台）、行业协会 （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资源，构建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道路测试”一体化生态。这种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
的协同模式，既避免西方 “市场失灵”导致的资本无序扩张，也克服传统科层制的创新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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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体系化：中国治理话语的知识生产与理论超越

中国实践正在催生原创性治理理论，其知识体系建构包含三重突破：其一，概念创新的本土化突围。适

应性治理体现了政府韧性治理特征，强调制度系统在技术冲击下的抗压修复能力，如深圳市通过 “立法沙

盒—压力测试—快速迭代”机制应对自动驾驶立法真空。共治型算法权力是人工智能时代多方治理体现，而

政府适应性治理在共治型算法权力方面主张了通过算法备案、伦理审查、公众参与等制度约束技术权力。确

立 “技术发展服从于人的尊严”原则，体现了数字人本主义价值导向。其二，分析范式的理论重构。构建

“技术—制度—价值”三维互动关系，突破西方 “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该互动关系揭示中国共产党

通过政治领导 （如中央网信办统筹 ＡＩ治理）、思想引领 （将 “科技伦理”纳入干部培训）、组织动员 （数字

治理专班机制），确保技术革命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演进。这种分析框架既解释了中国治理效能优

于西方多党制国家的深层逻辑，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工具。

这种体制优势的哲学基础在于对 “技术异化”命题的中国化解构。中国政府通过 “东数西算”等国家工

程，将算力基础设施的布局转化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杠杆，实质是运用中国制度优势实现 “技术社会化收

益”的再分配。这既验证了熊彼特 “创造性毁灭”理论的技术经济维度，更在制度层面实现了 “创造性建

构”———当西方陷入 “科林格里奇困境”（技术控制的两难）时，中国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的时空压缩能力，

在技术扩散初期就完成社会效益的制度化锚定。这种理论体系的建构，标志着全球治理知识生产的 “范式转

移”。它既包含对西方现代性治理理论的批判性吸收，更实现了对中华文明治理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最终形成

能够解释 “中国之治”、指导 “发展之困”、回应 “时代之问”的原创性理论框架。在认识论层面，这实质是

毛泽东 “实践论”思想在数字时代的延续发展———通过技术治理的 “中国实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建

构起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知识体系，为全球治理文明贡献新的元理论范式。

（责任编辑：王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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